
“地方法治竞争”的可能性

关于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经验反思 

与法理学分析

李 晟 X

摘 要 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在中央集权的控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会因为晋升的激励而 

围绕中央关注的考核指标展开激烈竞争。在此理论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地方法治竞争的预期。 

但是从实证数据与制度规范层面的分析，都无法充分证明晋升锦标赛在当代中国省级行政区 

域当中的存在。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中魅力型统治逐渐被法理型统治所替代，形式理性化法治 

的加强，削弱了中央集权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科层制自身的运作，从而使得地方官员的晋升 

更少依赖中央，导致晋升锦标赛的效果无法发挥。因此，法治建设不仅不会以地方法治竞争的 

形式表现出来，还会减弱地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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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是否存在晋升锦标赛驱动的“地方法治竞争”

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幵放以来，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学术界一直致力于从实践 

中提炼出理论解释，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1〕（或者也包括“做错了什么”）的问题。其中，地 

方政府竞争对于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较早就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钱颖一和许成刚在1993 

年指出，中国在改革以前就已存在的以区域“块块”为原则的“M 型”多层次、多地区层级制组

-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初稿曾提交“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年会”讨论，感谢冯象、刘思达、苏力、汪 

庆华等诸位师友的批评和建议，文中不足之处，文责自负。

〔1〕 参见周其仁:《中国做对了什么：回望改革、面对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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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构，突出了地方政府的作用，更好地调动了基层单位积极性，降低了地区实验成本，允许更 

多的制度实验，从而有利于经济转型与增长。〔2〕在此基础上，他们关于中国改革和转型中分 

权的研究，更进一步讨论了分权驱动之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特别是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之下，中 

国被描述为“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3〕因此，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 

作用。而为了解释变动的财政体制与分权格局为什么并未改变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 

动力，更深入的研究关注到了官员晋升的激励机制，将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同地方政府竞争， 

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竞争联系起来，指出官员任期内的经济业绩同晋升存在正面联系，上级官员 

会主要依据经济增长来考核和提拔下级官员，从而激励下级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追求更高速 

的经济增长。〔4〕这一基于实证的描述，被命名为“晋升锦标赛”模式。〔5〕“晋升锦标赛”这一 

理论概括，非常精炼而又生动地展示了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关联，描述了地方官员的行 

为激励，因而在提出之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虽然此后也有学者提出对于锦标赛理论较 

为有力的质疑，〔6〕但相关的争议似乎只局限于小范围的学术领域，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模型 

几乎作为一种“共识”已经扩展到大众媒体和官方文献之中。〔7〕

形成于经济学研究中的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模型，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得到重视，而且被扩 

展到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当中，被认为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会自然出现的现象。〔8〕 

而正是由于这一理论表现出了很强的解释力，即使是针对晋升锦标赛的现实批评或是改革建 

议，也都以对该理论的核心逻辑的认可作为前提，重视地方官员围绕考核指标展幵的竞争，期 

待通过对于考核指标的重新设定，能够促使“为增长而竞争”转型为“为和谐而竞争”。〔9〕这

〔2〕 钱颖一、许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 第 1 期 。

〔3〕 See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uChina7 s Transition to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1 Journal of Foliey Reform ,149 (1996).

〔4〕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 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 

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 第 6 期 ；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绩效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 

经验研究”，《经济学报》2005年 第 1 期 。

〔5〕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 第 7 期。

〔6〕 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 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 

实证重估”，《管理世界》2010年 第 12期 。

〔7〕 2013年 1 1月 4 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坚决查处制造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虚报工作业绩的问 

题。坚决纠正唯国内生产总值用干部问题。”2013年 1 2月 6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详细阐述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以及其他考核考察，要看全面工作， 

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成效，看解决自身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效， 

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考核评价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中央 

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来衡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 

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评定下一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8〕 周 飞 舟 锦 标 赛 体 制 ”，《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 3 期 。

〔9〕 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世界经济》2011 

年 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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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路在中组部印发的通知当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 

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大资源消 

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文化、劳 

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的考核。〔10〕

而正是基于通过转换经济增长之外的考核指标来重构地方晋升锦标赛的思路，法学研究 

也幵始从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视角进行考察，将各个地区的法治建设绩效纳入视野，地方法治 

建设的竞争被视为晋升锦标赛的新内容之一。关于“地方法治竞争”的解读，最初仍然是与经 

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遵循相同逻辑，即由于法治建设的改进能够加强对于本地区投资者的保 

护，从而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地的经济增长，因而可以构成在晋升锦标赛中的激励机制。〔11〕 

有地方官员详细阐述了此种逻辑当今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说到底是法治环境的竞争。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良好的法治环境是首要的经济发展环境。法治水平高，就意味着政府的 

服务水平高、办事效率高、诚信程度高，投资成本才会低廉，投资回报才会丰厚，区域发展才有 

竞争力。”〔12〕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法治改革，尝试采取某些不同于全 

国统一模式的政策，有学者称之为“先行法治化”。〔13〕随着诸如“法治浙江”、“法治湖南”之类 

的话语在不同层级行政区域内的逐渐涌现，法治领域的改革与创新似乎已经脱离了“为经济建 

设保驾护航”的工具意义，而是得以自我目的化，成为竞争本身所追求的目标，而非实现其它目 

标的手段，因而也有了“法治 G D P ”的表述。〔14〕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地方政府间将有可能在晋 

升的激励之下去展幵法治建设方面的竞争，尤其是在中央政府一再宣示将转换政绩观念与考 

核机制的情况下，法治建设的绩效将可能成为晋升锦标赛的新指标，从而形成“为法治而竞争” 

的局面，像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一样促进法治的发展。

基于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逻辑，如果地方政府确实都参与到以法治为重要指标的晋升锦 

标赛竞争当中，法治建设确实有可能在地方试验与交流的基础上取得更多的进步，对此，法治 

的支持者自然是乐观其成。但在这一切尚未成为已经发生的现实之前，从理论的视角来看，有 

必要首先分析这种锦标赛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当前的中国，地方官员间是否存在着清晰的“晋 

升锦标赛”，即一种较为明确的基于某些方面的工作绩效考核而进行晋升竞争的机制，是否会 

在中央确立某种考核标准的激励之后促使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投入更多努力。由于 

最早关于晋升锦标赛的研究描述的就是经济发展与晋升之间的关联，并且经济方面的数据也 

较为容易获取。因此，本文将首先试图从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来理解晋升锦标赛在现实中的运

〔10〕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11〕 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中外法学》2013年 第 4 期 。

〔12〕 周强：“加强行政程序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科学发展”，《行政管理改革》2009年 第 1 期 。 

〔13〕 孙笑侠局部法治的地域资源—— 转型期‘先行法治化’现象解读”，《法学》2009年 第 12期 。 

〔14〕 马怀德：“‘法 治 G D P ’比‘经 济 G D P ’更重要”，载《法制日报》2011年 8 月 3 1 日，第 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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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借助于一些实证数据的分析，对于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之间关联的复杂性做出描述，讨论 

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是否能成为足够有力的理论解释;接下来，则从对数据的描述引入基于 

制度和规范层面的分析，讨论地方官员行为逻辑的复杂性能否为晋升锦标赛理论所涵盖；最 

后，在描述和概括现实之后，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分析推进到法理层面，尝试提出立足于法学 

视角的理论解释，从而回答晋升锦标赛体制是否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在法治方面的竞争以推动 

法治的进步。

一 、晋升锦标赛的表现:数据层面的疑问

锦标赛理论中所谓的晋升锦标赛，是上级政府基于集中的权力，对于下级地方政府的官员 

以晋升作为激励手段来刺激其相互之间展幵竞争，地方官员为了实现职位晋升这一目标，就需 

要在上级关注的考核指标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竞争可以围绕着各项不同的指标展幵。随着 

改革幵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级所关注的考核指标转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绩效，因此地 

方官员就为了追求晋升而积极展幵“为增长的竞争”。而在经济增长方面，G D P 增长率作为一 

个容易客观量化的指标，就被作为一个普遍采用的竞赛指标，同职务晋升之间形成关联，因而 

地方官员会展幵围绕G D P 增长率及其排名的激烈竞争。〔15〕而这也就是公众与媒体中所说 

的“唯 G D P 论英雄”，甚至是更具讽刺意义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基于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的幵拓性研究，对官员个体的晋升概率进行了有序Probit模 

型的分析，考察了省G D P 年增长率、本任省G D P 年均增长率移动平均、年龄、学历、中央背景 

等解释变量对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晋升概率这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16〕而对该理论的质 

疑，也同样立足于对官员个体数据的实证重估。在选取同样的数据仅仅只按照统一标准修正 

了某些细节的情况下，发现只有官员任内G D P 移动平均增长率和前任任期内年均增长率之间 

的绝对值差额可以成为支持锦标赛的解释变量，但这一变量又受到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很 

大影响，而从相对G D P 增长指标来看，则无法发现官员升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17〕

作为一篇法学论文，本文并不试图对于上述两种实证统计与分析做出更深入的对比和评 

价。但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立足于个体的考察，是否能够形成足够有力的解释整体格局的 

理论模型？从统计的角度来说，确实在每一年具体到每一官员个体，都存在这样一个（0，1)的 

统计变量，0 意味着没有获得晋升，1 意味着获得了晋升。但是这个变量背后的意义，却并不像 

0 和 1 那样简洁清晰。首先，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省委书记与省长，虽然在理论上以5 年为一 

个任期，但在实际上任期却并不固定，相互之间差异很大，任期长的超过1 2年，而任期短的则 

只有 3 个月（排除临时代理、因违纪或重大责任事故免职的情形，只考虑正常调整）。〔18〕因

〔15〕 周黎安，见前注〔5〕。

〔16〕 周黎安等，见前注〔4〕。

〔17〕 陶然等，见前注〔6〕。

〔18〕 和志强1985年 8 月一 1998年 1 月任云南省长，习近平2002年 1 0月一2003年 1 月任浙江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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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互之间很难做出任期内经济绩效的比较。其次，省部级官员作为“中管干部”，其任免并 

不集中于每年固定的党代会或人大会期间，而是由“还讨论了其他事项”的中央政治局会 

议决定，因此时间节点各不相同，即使是截取职务调整的上一个年度，也很难做出横向比 

较 。最后，省部级官员大多经历过异地交流，可能在好几个不同省份工作过，而这一点和 

任期的不确定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如果某人在 A 省 工 作 1 年得到晋升，而 此 前 在 B 省 

工作了 5 年 ，数据统计却只能考察 A 省的经济增长，无 法 将 此 前 B 省的情况包含在内。 

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这种基于官员个体的实证分析，虽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 

存在着自身方法论上的欠缺。

既然从个体出发的实证分析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么，从省级行政区的整体数据出发进行 

考察，或许就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补充。如果基于经济发展的晋升锦标赛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能 

够得出的一个猜测是:整体而言，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的省份，其党政主要领导获得晋升的概率 

应该越高。用这样的视角，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个体视角所暴露的问题。虽然随着中央政策 

的变化，经济增长率绝对值存在较大波动，但如果改革幵放以来的长时段数据反映出某省级行 

政区的G D P 年均增长率相对高于其它省份，则意味着当地历任主要领导更好地完成了中央所 

关心的考核指标。因此，假定锦标赛确实存在，当地领导就更有希望获得晋升。而任期的不确 

定，虽然会对个体造成比较的困难，却不会影响到集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状况也可以被 

包容进来。即使考虑到异地交流的情况，也可以理解，因为干部在省级行政区之间的交流并非 

单向的，而是在进出之间大体平衡。某省市的经济增长绩效或许在某一个体身上会被外来的 

干部“摘桃子”，但从集体而言仍然会使得本省市干部有更多晋升机会。

事实是否符合上面的猜测？首先看以下两个省份的对照。其中一个省份在改革幵放以 

来 ，先后完成任期的有7 任省委书记与7 任省长（当中有一任省长是书记兼任），其中在该 

省任上获得晋升的只有3 人 ，也就是获得晋升的比例为23.07%;另一个省份则经历了 6 任 

书记与1 0任省长，在该省任上获得晋升的有7 人 ，比例达到43.75% 。后一省份的官员获 

得晋升比例几乎是前一省份的两倍，从基于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来看的话，很显然， 

后一省份应该是经济发展更为强劲的地区，而前者则会发展相对迟缓。可事实是，前者是 

广东省，后者是湖南省。

这样的两个数据或许是特例，但正是从这种有趣的反差出发，笔者对各省的书记与省长的 

职务变动情况进行了统计。数据包括了所有从1977年之后上任（排除了任期从文革中幵始的 

情况）到 2013年之前离任（排除了现在仍然任职的情况）的 2 4个省、直辖市〔19〕的 182任书记 

与 209任省（市）长(排除了曾经同时兼任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将其只作为书记任职计算），把其 

任职来源区分为本地晋升、外地（包括中央部委和其它省市）晋升、外地平调三种情况，把其任 

职后去向区分为晋升本地、晋升外地（包括中央部委和其它省市）、平调外地、退居二线、其它

〔19〕 排除了 5 个自治区，因为自治区的特殊性质使得其行政一把手很有可能为了补充该少数民族在党 

和国家领导人中的代表位置获得晋升，因而和其它省份官员的晋升逻辑不同，不容易体现出晋升锦标赛的作 

用 ；也排除了 1988年才建省的海南和1997年才建市的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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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被撤职、免职或在任期内逝世）五种情况。〔20〕在 这 391任书记、省（市）长中，有 145任的 

任职后去向为晋升，比例为37.1% 。

在统计了上述24个省（市）的情况之后，各省（市）的党政一把手获得晋升的比例可以做出 

如下对比：

总任职人数 获得晋升人数 晋升比例 排名

上 海 17 14 82.35% 1

北 京 15 8 53.33% 2

山 东 15 8 53.33% 2

安 徽 20 9 45.00% 4

湖 南 16 7 43.75% 5

河 南 20 8 40.00% 6

湖 北 15 6 40.00% 6

陕 西 18 7 38.88% 8

黑龙江 16 6 37.50% 9

浙 江 16 6 37.50% 9

江 西 14 5 35.71% 11

天 津 14 5 35.71% 11

四 川 15 5 33.33% 13

河 北 21 7 33.33% 13

江 苏 15 5 33.33% 13

甘 肃 19 6 31.58% 16

辽 宁 16 5 31.25% 17

吉 林 20 6 30.00% 18

福 建 17 5 29.41% 19

贵 州 17 4 23.52% 20

青 海 17 4 23.52% 20

广 东 13 3 23.07% 22

山 西 15 3 20.00% 23

云 南 11 2 18.18% 24

全国数据 391 145 37.08%

〔20〕 需要说明的是，“晋升”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具体的情形中可能对于不同个体有不同理解。 

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在统计中所指的晋升是指这样几种情形：①由省（市）长调任书记，无论调任哪一个省 

(市②由不进人政治局的省（市）书记调任其它省（市）书记，调任时并未直接进人政治局，但是从此前惯例看 

该省（市）的书记将会进人政治局，此后也确实进人了政治局；③不兼任政治局委员的省（市）书记直接成为中 

央领导人。除此之外均视为平调。这样的简化忽略了很多情形，例如从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的省长调人发达 

省份的任省长，可能在实践中被视为晋升。而同样是调中央任部长，省长调任部长与书记调任部长的意义不 

一样，调任不同部委的意义也不一样。而在平调某一职务之后短时间内即获得晋升，则前一次平调可能本身 

就包含晋升的意味。后文的分析，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上述问题并不干扰本文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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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表格，非常直观地显示出哪些省市的官员更容易获得晋升，似乎与我们对于各省 

市经济发展速度的相对比较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但为了避免“可得性启发”（Availability 

Heuristic)的干扰，还是使用数据作为进一步的对照。考虑到经济增长对晋升的影响可能有一 

定的滞后性，选择用于比较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是上述2 4个省市 1978 — 2008的 G D P  

年均增长率。〔21〕把两方面数据结合起来，得到的对比如下：

G D P 总量（亿元） 年均 晋升概率 G D P 年均 晋升概

1978 年 2008 年 增幅（％) ( % ) 增速排名 率排名

北 京 108.84 11,115.00 10.54 53.33 7 2

天 津 82.65 6,719.01 9.71 35.71 12 11

河 北 183.06 16,011.97 9.97 33.33 9 13

山 西 87.99 7,315.40 9.79 20.00 10 23

辽 宁 229.20 13,668.58 8.58 31.25 21 17

吉 林 81.98 6,426.10 9.57 30.00 15 18

黑龙江 174.81 8,314.37 7.76 37.50 24 9

上 海 272.81 14,069.86 8.06 82.35 22 1

江 苏 249.24 30,981.98 11.27 33.33 5 13

浙 江 123.72 21,462.69 12.51 37.50 2 9

安 徽 113.96 8,851.66 9.54 45.00 16 4

福 建 66.37 10,823.01 12.28 29.41 3 19

江 西 87.00 6,971.05 9.65 35.71 13 11

山 东 225.45 30,933.28 11.64 53.33 4 2

河 南 162.92 18,018.53 10.84 40.00 6 6

湖 北 151.00 11,328.89 9.41 40.00 18 6

湖 南 146.99 11,555.00 9.58 43.75 14 5

广 东 185.85 36,796.71 13.01 23.07 1 22

四 川 184.61 12,601.23 9.07 33.33 19 13

由.
贝 州 46.62 3,561.56 9.48 23.52 17 20

云 南 69.05 5,692.12 9.76 18.18 11 24

陕 西 81.07 7,314.58 10.09 38.88 8 8

甘 肃 64.73 3,166.82 7.87 31.58 23 16

海 15.54 1,018.62 8.92 23.52 20 20

基于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对于各省市的经济增速与其党政主要领导的晋升概率的相关性 

进行分析，结果是：年均增幅和晋升概率的Pearson相关系数= 一 0.153，P 值 =  0.476。散点图 

则表现为如下状态：

〔2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数据查询系统，http: / / data, stats. gov. cn/index，最后访问日期： 

2014年 5 月 1 5 日。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当然，上述的数据分析还非常粗糙，诸如财政收人之类的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并未引 

人讨论，也缺乏对于数据的分时段考察，但是，至少可以得出一个宏观的初步结论:对于省一级 

行政区而言，从总体上看，地方的G D P 增长速度以及相对表现，对于该地区官员整体的晋升概 

率不仅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反还存在微弱的负相关性。因此，就省级比较而言，难以得出

如果不看各省的绝对水平，而是进行相对水平的比较的话，从增长速度与晋升概率在24 

个省市间的相对排名上，看出的相关性结果是:增长排名和晋升排名的Pearson相关系数= 一 

0.016，P 值=  0.942，散点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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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个“唯国内生产总值用干部”的晋升锦标赛的结论。

为了更谨慎的检验这一结论，还需要注意到这样一点：在主要领导的分工中，政府领导比 

起党委领导承担着更多的经济工作职责，因而或许有必要将省（市）长和书记区分加以考 

察。〔22〕而如果存在着以G D P 增长率为指标的晋升锦标赛，那么由本省省长晋升为书记的例 

子，最能够体现在锦标赛中获得胜利。因此，在 209任省（市）长中，本地晋升为书记的73人被 

挑选出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方面的数据，仍然继续采用对于整体的关注，这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减少统计个人任职 

期间经济绩效的工作量，而是基于和上面的分析保持一致的方法论考虑。在本地晋升为书记 

的 7 3名省市长中，其中就有3 4人担任省（市）长之前的上一个职务并不在该省市，占到 46. 

58% 。对这 34人的任职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变量 平均值 标准误 标准差 方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极差

任职时间 2.979 0.290 1.694 2.869 0.250 2.665 8.580 8.330

从上面这个分析结果看来，从外地调任之后任职时间的均值2.979年、中位数2.665年这 

两个数据，显示出这些由省（市）长晋升为本地书记的干部，在本省（市）的任职时间整体来说是 

比较短暂的。在这个时间内，对于一个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而言，要想获得比前任明显改观的

〔22〕 关于应当基于党政不同分工分别考察的这一分析视角，感谢刘思达提出的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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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很困难的，即使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的“政绩工程”，效果也很难充分显现出 

来。很有可能调来第一年的G D P 数据还是前任留下的基础，而第三年的统计结果还没有出来 

就已经获得晋升，只有中间一年可以算作是自己的政绩体现。而达到8.330的极差和1.694的 

标准差，也说明相互之间的任期差别较大，缺乏可以统一比较的尺度。因此，我们很难说对于 

这将近一半的晋升者而言，其晋升所依据的更多是在本省（市）取得的政绩还是此前其它地区 

的积累。如果说靠比较晋升前一年的相对数据就能够决定谁在锦标赛中胜出的话，那无疑是 

把政治运作看成了学校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只强调个体间的数据分析，可能是刻舟求剑。而 

对整体概率数据的分析，则能更好的处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问题，从总体上把握地方竞 

争。因此，接下来仍然对整体数据进行考察，看看经济增长速度和行政领导在本地获得晋升的 

概率之间的关系。

G D P 总量（亿元） 年均增幅 

( % )

本地晋升 

概率（％)

G D P 年均 

增速排名
晋升概率排名

1978 年 2008 年

北 京 108.84 11,115.00 10.54 50.00 7 3

天 津 82.65 6,719.01 9.71 28.57 12 16

河 北 183.06 16,011.97 9.97 16.67 9 21

山 西 87.99 7,315.40 9.79 22.22 10 20

辽
J J -f

229.20 13,668.58 8.58 37.50 21 10

吉 林 81.98 6,426.10 9.57 33.33 15 11

黑龙江 174.81 8,314.37 7.76 25.00 24 18

上 海 272.81 14,069.86 8.06 71.43 22 1

江 苏 249.24 30,981.98 11.27 50.00 5 3

浙 江 123.72 21,462.69 12.51 33.33 2 11

安 徽 113.96 8,851.66 9.54 60.00 16 2

福 建 66.37 10,823.01 12.28 33.33 3 11

江 西 87.00 6,971.05 9.65 28.57 13 16

山 东 225.45 30,933.28 11.64 50.00 4 3

河 南 162.92 18,018.53 10.84 50.00 6 3

湖 北 151.00 11,328.89 9.41 44.44 18 8

湖 南 146.99 11,555.00 9.58 40.00 14 9

广 东 185.85 36,796.71 13.01 0 1 23

四 川 184.61 12,601.23 9.07 0 19 23

由.
贝 州 46.62 3,561.56 9.48 25.00 17 18

云 南 69.05 5,692.12 9.76 33.33 11 11

陕 西 81.07 7,314.58 10.09 16.67 8 21

甘 肃 64.73 3,166.82 7.87 50.00 23 3

海 15.54 1,018.62 8.92 33.33 20 11

对这一表格中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增长速度和本地行政首长晋升概率的Pearson 

相关系数= 一0.192，P 值 = 0 . 3 6，散点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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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向我们展示的仍然是和上面相似的结论：对于省一级行政区而言，从总体上看，地方的 

G D P 增长速度以及相对表现，对于更侧重于经济工作的行政首长在该地区获得晋升的概率， 

表现出较弱的负相关性。

二、晋升锦标赛的弱化和断裂:规范层面的解释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于对省级行政区党政首长的职务变动整体 

情况的考察，无法发现在省级层面存在着以G D P 增长速度为考核指标的“晋升锦标赛”。这样 

的结论似乎有悖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各类官方或是市场化的公共媒体为我们塑造的想象。如 

果经济增长速度与获得晋升的概率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地方官员又是受到什么激励去追求经 

济增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关于“政绩工程”或是“数字出官”的批评？

因此，上面的数据分析虽然解释了为什么关注整体概率而非个体情况，但仍然不能回避这 

样的质疑：虽然从一个省市的整体情况来看，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意味着该省官员的晋 

升概率更高，但是其中某一任官员在自己的任期内获得相对前任或者其它省份更高的经济增 

长速度就可以使之获得晋升，这与全省平均水平无关。要回答这一质疑，就需要结合数据更进 

一步的说明地方官员晋升的制度背景。对于 145任获得晋升的书记与省（市）长的任职来源进 

行统计，可以发现其中有66人次是在本地晋升之后继续获得晋升，而来自外地平调的是53人 

次，来自外地晋升的是26人次。从比例上看，获得晋升的官员中有45.52% 的人次任职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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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性，比较容易在一个省市中展现出他们的政绩，而更多的那一部分来自外地平调或晋升 

的官员，由于任期的不确定性，其政绩的表现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更进一步统计全部被纳入 

视野的391任书记与省（市）长的任职来源，可以发现其中有234人的任职来源是本地晋升，比 

例达到了 59.82%。这一比例和前面的晋升比例存在着不小的反差，而更有意思的一个反差 

是，在非常罕见的被撤职、免职和降职的9 人中，来源为本地晋升的达到了 8 人。这样的对比 

所反映出来的是，长期在一个省市工作的资历，对于其晋升实际上是不利的影响。基于这样的 

数据，也很难得出结论说，某一官员的晋升是其在任期中创造了本省市更好的经济发展表现的 

结果，更有可能来自于多个任职“阶梯”的积累。而且，即使是在数据中被列为“本地晋升”，只 

是考察其到达现任职务之前的上一个职务，其主要成长背景仍然可能是多元的，例如从 A 省 

副书记晋升A 省省长，而再上一个职务可能是B 省常务副省长，再往前或许又是C 省省委常 

委。如果离幵了多级阶梯的观察，只关注其某一个职务，则很难把握真实的逻辑。

而考虑到多级阶梯的话，又会引出一个质疑：锦标赛体制是弥散的，而且是逐级淘汰结构， 

并不局限于省市一级，在各省市内部，地市、县区、乡镇各级都在展幵锦标赛，因此每一名得到 

晋升的官员都是此前的系列锦标赛的获胜者，获得晋升的官员之所以获得多级阶梯的积累，都 

是经过锦标赛逐级选拔上来的。〔23〕从个体上来看，这一论断当然完全可以成立。但从各省 

市作为整体来看，这一论断也还存在问题。如果省内都是类似的锦标赛体制，那么可以推断， 

地市一级的竞争对于省一级的经济发展速度有着重要影响，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省更有可能 

涌现出锦标赛中的获胜者。如果说某个省市经济发展速度在长时间内明显超出了其它省市， 

那么其省级领导都是下一级锦标赛中的获胜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讲，进一步晋升的概率至少不 

应该会显著低于那些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迟缓的省市，而这与现实的数据并不相符。

对此，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解释:在下级锦标赛中获胜的官员被交流到另一省市，因而 

从省级数据中不容易发现晋升锦标赛的结果。这种可能性，似乎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观经验。 

比如说广东省经济发展速度排名第1，而省领导晋升概率排名仅为第22，甚至没有一名省长能 

够在本地晋升为书记。这可以解释为，由于广东的发展速度快，许多广东的地市领导被交流晋 

升到外地，而不能在广东本地的晋升中体现出来。但是再看具体的个案，我们发现，在已经完 

成任期的11任广州市委书记和9 任深圳市委书记中，分别仅有2 任被交流晋升到广东省外， 

大部分还是在省内获得晋升。而如果下一级锦标赛的胜利者并没有高比例的交流到省外，那 

么他们在省一级的锦标赛中表现不突出，就说明在省级水平上没有表现出相对于其它省市的 

优势，而这个判断显然不符合现实，像广东这样的省份，如 果 3 0年中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全国， 

如何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段中的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整体表现落后于全国？反过来，如果说外 

地交流到广东的官员在经济发展方面表现欠佳的话，在个体上也可能成立，但从长时间段上又 

无法解释为什么广东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领跑全国。因此，即使我们确实能够发现某些个体 

经验表明了经济绩效对于个人晋升的作用，也很难从理论上总结出一个“晋升锦标赛”的存在。

为什么来自于数据的分析无法支持晋升锦标赛的理论，进一步的分析将立足于相应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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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展幵。首先，强调多级阶梯的影响，强调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 

就是“干部交流”。“干部交流可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群众团体之间进行。”〔24〕因此，地方党政领导通常具有多个地区工作的经 

历。在地方政府间展幵竞争时，“地方”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区域，除非中央决定对行政区划进行重 

大调整(例如海南从广东分出建省、重庆从四川分出建市），否则的话，一个区域的政府作为整体 

是延续的，始终和其它地方政府存在针对资源的竞争，获取更多资源对于政府自身和其中的官员 

都是有利的。但从一个地方的党政主要领导的角度来看，由于有多渠道的交流，同时又没有严格 

的任期限制，他与某个地区之间的关联其实并非是稳定的，他很少会将自己的晋升与在某一地区 

任职期间的工作绩效明确联系起来。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上面的数据选择用省一级的整体比较 

而不是官员个体之间的比较是有意义的，不会对于分析造成太大的干扰。各个地方作为稳定的 

整体，相互之间的竞争是存在的，但是这种竞争并不能称之为晋升锦标赛。

其次，当代中国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并不能对晋升锦标赛这种模式形成支持。《党政领 

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于领导干部的提拔作出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 

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一 

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 

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 

三年以上。”〔25〕而这些规定和“新提拔担任县（市、区、旗）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的，应 

当有计划地易地交流任职”〔26〕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使得绝大多数地方领导都是在各个地区之 

间的交流过程中逐级晋升的。这是一个高度连续性的过程，在某个地区的任期存在着很大不 

确定性，工作侧重点也不一样，很难割裂出某个阶段加以观察。而受制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 

律，在并不确定自己任期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如果只是抱着“唯 G D P 论英雄”的思想去追求经 

济方面的政绩，其实很难保证获得明显的效果。而如果要长期任职于某一地区来获得政绩的 

话，就很有可能在某一层级职务停留太久。考虑到“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逐级提拔……不得在任 

职年限上连续破格。不得越两级提拔”，〔27〕再加之多个同级职务的多岗位历练的需要，长期 

任职某一地区获得突出政绩显然并不有利于官员的晋升。因此，晋升锦标赛的理论模型，对于 

实践中的官员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而且，锦标赛模式的观察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某一专业系统的“条条”与作为 

某一行政区域的“块块”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地方官员 

的晋升并非仅仅从“块块”逐级晋升，而很有可能是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往返流转。〔28〕而

〔24〕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第 1 2条。

〔25〕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 8 条。

〔26〕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第 5 条。

〔27〕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 9 条。

〔28〕 关于“条块关系”，现有的研究并未充分展开，具有启发性的相关讨论，参见刘忠：“条条与块块关系 

下的法院院长产生”，《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 1 期。虽然该文只讨论法院院长的产生问题，但对于地方党 

政领导而言，也具有同样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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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条条”这一因素的话，其相比较于“块块”的经济方面的表现就更难以测度了。一名地方 

官员获得的晋升，不仅可能不是在某一省市任期内的经济绩效的结果，也有可能不是此前在某 

个“块块”的锦标赛结果，而是来自于其在某一“条条”工作期间的表现，这个“条条”领域的表现 

甚至完全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当代中国官员的选拔任用体制要求官员的晋升需要经历多个不 

同任职，并且又需要严格的逐级提拔，同时还往往在不同地区、不同系统间交流，因此，这样的 

制度背景，可以解释为什么晋升锦标赛这一理论模型从省一级的数据来看无法得到证明。虽 

然并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晋升锦标赛的存在逻辑，但至少可以说，这样的理论在省的层级上并 

非最合理的解释。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可能：现实中的锦标赛体制在不同层级间是断裂的， 

市县级别的锦标赛与省级并非同构，在省一级的晋升中其实并不强调锦标赛的逻辑。〔29〕

从制度层面的分析出发，即使不借助于数据，也可以理解随着职务的晋升，锦标赛的作用 

会逐渐弱化。在基层地方间竞争时，由于官员的任职经历相对还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从某一个 

方面的表现来加以考察，而资历却不容易比较出差异，因而获得晋升的因素中会突出锦标赛的 

作用。但随着职务逐渐向上晋升，经历了多地区多部门的交流之后，其全面的能力就很难用锦 

标赛体制来加以衡量了。〔30〕而且，因为经济总量较低，某个大的工程项目或外来投资所发挥 

的影响就比较突出，相对来说改变一个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比改变一个省要显得更为容 

易。因此，即使我们还能够在现实中发现许多“政绩工程”，晋升锦标赛体制还可以对市县级地 

方政府行为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到了省一级与更低层级的差别与断裂就非常明显，很难以此来 

解释省级官员的行动逻辑。如果要说是锦标赛的话，这或许是一个“马拉松”比赛，不同于低层 

级的短跑比赛，比的不是表现的积极程度，而是比谁能够坚持下去不掉队。而既然比拼的是如 

何不掉队，学者却解释他们会如何积极表现，这就可能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这一很容易观察并且确实一直被中央领导人所重视的指标都很难成为 

省一级官员为了晋升而积极追求的目标，那么“地方法治竞争”的可能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当 

一名官员经历了足够的台阶达到某一省级领导位置时，他更多地会考虑到之后的晋升是经历

〔29〕 对市、县级别是否存在典型的晋升锦标赛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到市、县层级的数据分析来回 

答 ，但对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而言，这并不是必要的前提，因而可以留待今后的研究中展开。对于市一级数据 

的研究，参见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 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 第 1 期 ； 

杨其静、郑楠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世界经济》2013年 第 1 2期 。姚洋等人的 

研究指出，官员个人效应比起地方经济数据更能影响市级领导的晋升概率。杨其静等人的研究则指出，经济 

增长业绩对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最多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宽松的资格赛作用，而且作用限于一部分缺乏个人禀 

赋的市委书记。

〔30〕 因此，另一个对立于晋升锦标赛的重要理论视角是关注官员的个人禀赋，而个人禀赋中最核心的 

是“关系”，和最高层领导的政治关系才是决定晋升的最主要因素。关于这一理论视角的开创性研究，Opper， 

Sonja and B re h m，Stefan，2007，“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Lun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更细致深人的研究，Shih，Victor, Christopher Adolph, and Mingxing Liu，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

na ,10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zv , 16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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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类型职务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会过多去考虑要采取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尝试来与 

其它同级别的官员竞争，无论是法治还是其它方面均是如此。例如周强从湖南省委书记晋升 

为最高院院长，主要原因不会是因为他提出了“法治湖南”的概念，以此创新理念和其它省委书 

记展幵竞争，而是因为他担任过“条条”中的司法部办公厅主任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 

记，又担任过“块块”中的湖南省长与书记，到 2013年已经累计担任正部级职务达到1 5年，在 

同样的省委书记中资历相当老。依照规定，他甚至已经到了如果不能晋升就需要退休的程度： 

“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第二条 

所列范围内的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根据干部个人情况和工作需要对其工作予以适当安 

排。”〔31〕而显然，一个没有犯错误的正部级领导，不可能在53岁就退休。

而从官方表述来说，地方官员的晋升要关注的指标也非常之多。对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 

的考核，从数据角度要分析“人均地方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 

入及增长、资源消耗与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城镇就业、社会保障、城乡文化生活、人口与计划生 

育、耕地等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科技投入与创新”，此外还需要考察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32〕 

关注的指标多了，必然形成这样一种结果: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在某一数据上有闪光点，但也 

可能在某一数据上表现较差。因此，这些数据更有可能成为地方官员获得或是无法获得晋升 

之后给出的事后解释而非事前原因。还须注意，“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 

国”，〔33〕由于这一基本国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巨大差别，并非对地图 

的几何分解，不能当作同质化构成的简单经济组织来理解。各省市不是都以同样的方式与中 

央相联系，例如黑龙江或甘肃比起安徽和河北，自然同石油部或国防部形成了更密切的关 

系。〔34〕因此，中央也必然对于不同省市领导的工作绩效有不同的关注要点，而很少会将其纳 

入整齐划一的数据锦标赛之中。

三、为什么无法形成法治竞争的锦标赛:理论视角的分析

晋升锦标赛的理论围绕着经济方面的指标提出，而从对于经济绩效与晋升概率之间的数 

据相关性的分析，却无法有效的支持这一理论。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所得出的判断是：省一 

级地方官员的晋升很难说是某一方面表现在竞争中胜出的结果，而更多是多类型职务不断积 

累的产物，地方政府的官员并不会因为追求晋升而特别关注于某些指标的相对比较。因此，在 

当代中国，至少在省一级层面，晋升锦标赛并不构成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激励。这种判断 

所依据的不仅仅是数据，更重要的是相应的制度结构与国情背景。由于干部交流制度使得省

〔31〕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第 7 条。

〔32〕 《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中共中央组织部 

2006年 7 月 3 日印发）第 2 7条。

〔3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 188。

〔34〕 Lynn White III，Chinese Constitutional Currents, 36 Modern China，10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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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领导通常经过多个省市，并且难以充分预测自己在某个省市的任期，而且既需要多岗位锻炼 

又需要逐级晋升使得他们很难在某一职位上任职太久。结合“条条”与“块块”的复杂关系，再 

加之中国各个区域之间所存在的显著不平衡特征，都使得省级地方官员无法通过某个方面相 

对于其他人更突出的政绩为自己争取晋升优势。不仅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法治方面更是如此， 

因为地方法治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制定某些地方性法规或地方规章就表 

现出该地区的法治建设取得相对于其它地区的突出绩效。

但是，我们又确实可以在实践中看到地方政府对于某些绩效指标层层加码的追求，明显表 

现出了锦标赛的逻辑，最明显的莫过于“大跃进”当中各省争相在钢产量或是粮产量方面“放卫 

星”。〔35〕这样的历史事实和上文的理论分析似乎仍然构成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大 

跃进”这样一个地方政府非常积极的投入到锦标赛之中的时期，其时间背景所蕴含的意义。当 

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也是起步阶段，而国家与社 

会的转型要求又十分紧迫，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 

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36〕在这 

样的时间背景下，就必然成为了一个高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出于高速转型的需要，某些经济指 

标就变得更为突出，被中央领导人所关注。更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表现会从政治层面加以评 

价，如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就尖锐地指出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促进委员会”、并将“反冒进”讽刺为“促退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37〕

因此，在这样的时期中，地方官员对于中央领导人所关注的经济指标是否重视，是否积极 

投入地区之间的相对竞争之中，反映的是政治忠诚度而不是工作能力。在这样一个高速的转 

型时期，因为政治尚未完全稳定下来，向何处去的发展方向也并不明晰，“接班人究竟是谁，是 

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38〕

因此，对于地方官员的晋升，就特别看重是否能够成为“接班人”。中央政府在决定地方官 

员的晋升时，关注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挑选和培养接班人”。而地方官员在某一方面努 

力实现并超过中央提出的指标，体现出来的正是其对于中央现行路线的坚定遵循与忠诚，从而 

表明是能够继承中央的现行路线的接班人。而转型时期的魅力型政治，又使得魅力型的领袖 

有很局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够不借助复杂的中间组织就从最局领袖传递到最基层的公众，从而 

保证对地方官员强有力的控制。

正是这样的背景，决定了锦标赛体制能够发挥其作用。这样的分析，同样也就可以解释改 

革幵放初期各个地区之间展幵的围绕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的竞争。因为这同样是一个高速的转

〔35〕 对于“大跃进”中地方政府行动所表现出来的锦标赛的逻辑，参见周飞舟，见前注〔8〕。

〔3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 62 — 63。

〔37〕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页 474 — 475。

〔38〕 毛泽东与胡志明的对话，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版，页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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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时期，招商引资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体现的是迅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换到“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中央新路线，是否坚定拥护改革幵放，同样是政治忠诚度的反映，而晋升的激励也就与 

政治忠诚度结合了起来。

而且，在“大跃进”时期，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官员还没有在官 

僚体制中稳定下来，资历也并未得到多少积累，而由于革命战争的影响，总体上都非常年轻，没 

有形成年龄梯队。因此，这样一种整体上很年轻的年龄结构，意味着各层级的官员很难在科层 

制的官僚体制当中顺利的流动和更替。而到了改革幵放之初，由于此前一系列政治斗争的影 

响，大批高级官员上上下下，在同一级别上积累了许多人，年龄也是非常接近，资历也都是相当 

丰富，难以使之相互区分。而如果没有一个较为简化的机制对官员的晋升与否做出选择的话， 

在缺乏其它竞争机制的境况下，就很有可能陷入无休止内耗的恶性循环。而在一个尚未稳定 

下来的高速转型时期，这种内耗就不是简单的办公室政治，而是严重的政治斗争，甚至破坏国 

家的稳定与统一。在这种情况下，锦标赛的作用就体现出来，因为这种筛选机制比较明晰，能 

够简化信息，让地方官员对于谁更好的表现出了政治忠诚度有一个清晰的比较，因而将自己的 

精力更多投入到这一公幵的竞争而非私下的斗争当中。因此，中央会关心地方政府在锦标赛 

中的表现，并以晋升来激励地方官员。

但是这样一种急剧的转型时期不会长期持续。转型的意义，就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 

国家，而不是永远处于转型当中“不断革命”。因此，社会将会向更加稳定和常规化的方向发 

展。当社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常规化时，形式理性化的现代法治被逐渐建立起来，形成了一种不 

同于传统型或魅力型统治的新的支配方式，科层官僚制作为一种持续性的、受到法律约束的公 

务机构来实施法理型统治。〔39〕形式理性化的法治作为一个形式的概念，并不说明法律制定 

的来源，也不说明实质意义的公平与正义，而只是依靠自身的可预期、公幵、清晰、稳定等技术 

性特征来建构合法性。〔40〕即使是从自然法的角度去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关联，作为“法律的内 

在道德”的合法性原则，也仍然是形式性的。〔41〕这种形式理性化的法理型统治同过去的魅力 

型统治相比，权力的组织形式和层级更加复杂，最高层领导无法直接面向最基层群众传递其魅 

力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更依赖于规则而非魅力。〔42〕在这种法理型统治的科 

层官僚制当中，官员的晋升如果不是通过竞争性的选举而是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选拔，那么就 

会发生这样几方面的变化：第一，科层的复杂化与固定化，意味着晋升要经历的层级更多；第 

二，规则的细致和严格，使得跨越某一层级的破格晋升更加困难；第三，地方官员对中央的服 

从 ，从对领袖个人魅力或是集体奉行的意识形态的忠诚转为对形式理性化规则的遵守。

因此，中央在决定哪些地方官员获得晋升时不能像过去一样只依赖于最高领导的个人魅

〔39〕 See M a 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eds. G.Roth and C.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1978，pp.217 —223.

〔40〕 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zv: Essays on Lazv and Moralit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pp.214-218.

〔41〕 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页 49一 111。

〔42〕 See M a x  Weber, Supra note 39，pp.247 —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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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中央集体的意识形态权威做出的政治判断，而必须给出能够让下级信服的形式化理由。 

为此，晋升的规则就需要更加明确，从而向地方官员提供预期，让其相信进行理性化的算计，达 

到规则的条件就可以获得晋升。这样的变化也就大大改变了工作中某一方面绩效的相对竞争 

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过去体现的是政治忠诚，现在反映的是本职义务；过去是人格化的，现在是 

非人格化的。〔43〕因此，也就无法再形成过去那样的锦标赛体制，无论其内容是经济增长还是 

法治建设。在魅力型统治的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比较容易动员治下的地方官员投入到晋 

升锦标赛之中，可以坚决的表示“不换脑筋就换人”。中央有能力将经济上的放权与政治上的 

集权结合在一起，利用强大的权威，对地方进行非科层化的控制。〔44〕而在他们之后，法理型 

的统治使得地方官员无需全力投入晋升锦标赛，而是可以按照形式化的规则稳健行动，“积跬 

步以至千里”。意识形态方面更多元的填充与更自由的控制，也使得中央没有那么强大的意识 

形态力量控制地方，只能够通过规则展示出自己手里的“胡萝卜”与“大棒”。

正是在形式理性化的法治逐步建立的背景下，为了理性化算计的方便和对下级官员精细 

的控制，晋升需要表现出其程序公正的一面，能够更为精确的分解其中的步骤，对当中的每一 

个小环节进行观察和把握。因此，各个“条条”和“块块”的职位获得了更细致的区分，出现了大 

量的“隐形阶梯”，看起来是同一级别的职务，但是重要性却并不相同。〔45〕于是，地方官员向 

省部级晋升的典型状态，或许是先要成为副省长，再到常委，在常委中从相对次要位置到重要 

位置，再是小省省长、大省省长、小省书记、大省书记，中间或许还要穿插与“条条”的部委的交 

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完整的走完这样的历程，但却都是以此模式来规划和算计自己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突出某一方面的工作表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尽量多积累 

“隐形阶梯”。经历过多个位置的历练，在“隐形阶梯”上不断前移自己的顺位，比起在某一个职 

位上长期工作获得突出的业绩，更有利于晋升。如果继续以锦标赛模式来加以描述的话，或许 

可以说，这是一个不追求向前出线而是追求不向后掉队的锦标赛。“不折腾”，就是对这种弱化 

后的锦标赛的最佳描述。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法治的强化正是加强政治的常规化，使得一切都变得更有章 

可循，也就没有那么多竞争的变数。晋升锦标赛看起来是一种公司的逻辑，但背后却不能离幵

〔43〕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 ，页 87 o

〔44〕 周飞舟统计了 1957 —1964年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职务变动情况，发 现 1958、1959两年是省 

级领导调动最为频繁的两年，反映出大跃进的锦标赛当中非科层制的政治运作发挥着重要影响，参见周飞舟， 

见前注〔8〕。虽然这个调动数据和今天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都有中央对地方 

官员出人意料的破格提拔或是降职处理，而在此之后，除了以纪检或司法手段所处理的明确存在违纪或违法 

情形的人之外，没有任何省级地方官员的职务被意外调整。

〔45〕 而这也就回应了为什么前面的数据统计中简化的对“晋升”的定义并不至于干扰后续的分析。如 

果一名省长从人口规模、G D P 总量都较小的省调动到另一个大省担任省长，在现实中都可能理解为晋升而不 

是平调。但因为锦标赛比较的是相对绩效考核，各省市的基础条件差异是被淡化的，只要相对绩效突出就可 

以获得晋升。从“小省”调往“大省”，并不等于容易获得更好的相对绩效，也就不容易在锦标赛中胜出。因此， 

现实中对此作出晋升的理解，事实上也就是对锦标赛理论的否定，而是更看重积累“隐形阶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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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型领袖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只要中国现行的发展方向不变，随着法 

治的加强，更容易预期和计算的形式理性化规则推理和民意调查会在地方官员晋升中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大〔46〕，地方官员受到晋升锦标赛的影响也就会继续弱化下去，地方竞争不会再像 

过去那样表现。既然法治的强化本来就是削弱地方竞争的锦标赛体制，那么，以法治建设竞争 

为内容的晋升锦标赛出现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正是法治自身的发展，否定了这种法治竞争的 

晋升锦标赛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最后还要补充的一点余论是，正是由于本文的问题意识来自于法学与法治， 

因此，上面的分析突出了形式理性化的法治这一分析视角，而并非在地方官员晋升的“政绩”与 

“关系”这一政治学当中的二元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否定突出“政绩”的锦标赛，不等于转向了 

“关系”的视角。“关系”范式看似与“政绩”相对立，事实上却分享共同的理论前提，即强调集权 

体制中的中央绝对权威，这种权威保证了可以对地方官员的职务进行较为容易和自由的调整， 

区别只在于前者关心“谁是自己人”，后者关心“谁更有能力”。因此，“关系”范式的代表性研 

究，或是关注省委书记、省长与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地缘、学缘与工作交集关联，〔47〕或是关注中 

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不同集团（faction)，〔48〕和认为中央会晋 

升那些锦标赛中的优胜者一样，都强调了中央权威的影响。而本文的分析最后所要指出的是， 

随着政治的常规化，来自于领袖个人或者意识形态的权威都会淡化，合法性来源转向形式理性 

的规则，无论从“政绩”还是“关系”都不能够简单的控制官员晋升。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最初虽 

然是为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建立起来，但却逐渐会在运作中完成自我的功能分化，从而赋予 

自己以独立的生命，并进而形成对社会的全方位支配。〔49〕充分发展的科层制较之于其它的 

组织形式有着明显的优势，正如机械化生产较之于非机械化生产的优势一样。〔50〕官员在复 

杂的科层制阶梯中的晋升虽然仍受制于更高层级的权威，但同时也是整个区域内的组织机构 

一种群体性合谋的产物，自上而下的力量并不容易那样随心所欲的运作，反倒是自下而上的力 

量在有些情形中事实上能够占据主导地位。〔51〕无论是“政绩”还是“关系”的视角，看到的都 

是外来介人的“培养”，但却忽视了内生的“进化”，突出了个体的特性，但却忽视了科层制“非人

〔46〕 例如，中组部已经研发了“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信息处理系统”，在各级组织部门推广使用这一软件。 

或许，将来理想的组织干部，也会失去其意识形态特性，而是像韦伯所设想的现代司法中的理想型法官一样， 

成为“自动售货机”。

〔47〕 Stefan et al.，Supra note 30.

〔48〕 Mingxing Liu et al.，Supra note 30.

〔49〕 马克思预言了科层官僚制的发展就是人类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的表现，其发展最终会导致 

权力支配整个社会，将全社会改造成为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而不同于马克思对于异化之后的革命可以实现 

解放的乐观主义，韦伯更悲观的设想了官僚制稳定之下的“理性的铁笼”。而从历史当中，当看到即使像毛泽 

东这样的魅力型领袖也会感慨“只改变了北京周围几个小地方”的时候，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科层官僚制自我组 

织与发展的力量。

〔50〕 M a x  Weber, Supra note 39，p.973.

〔51〕 注意到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近来屡屡被曝光的一些年轻干部违规破格提拔的现象。在这 

些情形中，往往并不一定是要自上而下的选择具体的一个人，而是要自下而上的推出符合条件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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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化”的一面。〔52〕这样一种科层制内生的进化，正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当中的“自组织”现象， 

在这个自组织的过程中，科层制的官僚体系中所运行的那套形式理性化的规则，就表现出法律 

自我指涉的反身性，通过程序运作确立自身的正当性。〔53〕

四、结 语

针对从来自于经济学的晋升锦标赛理论所推导的“地方法治竞争”这一假设，本文致力于 

探讨其存在的理论可能。首先，从对于数据的分析出发，可以发现就省一级而言，地方经济发 

展的绩效同本地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之间，并不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正相关性。因此，晋升锦 

标赛这样一种模型，很难准确地描述地方官员的行动逻辑。虽然这一统计局限于省级而未必 

适用于更低层级，但从规范层面对此可以做出的解释是，由于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选任体制要 

求干部需要多地区、多部门的交流任职才能获得晋升，因此，地方领导任期短并且不稳定，很难 

将其晋升同某一地区任职期间的经济绩效具体关联起来，而是应理解为长期多个台阶层叠积 

累的结果。这样的制度，决定了当下的地方官员在晋升驱动之下，更主要关注的是“不折腾”而 

非积极创新的竞争。而从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指出，这一现实现象是从魅力型统治 

向法理型统治的常规化转型造成的结果。魅力型统治的背景下，最高领导会将工作绩效同政 

治忠诚度联系起来，用以决定地方官员的职务调整，因而需要锦标赛体制，中央的绝对权威也 

保障了锦标赛体制的有效运作。而在形式理性化的法理型统治的背景下，由于中央很难借助 

于最高领导的魅力和意识形态的权威实施治理，因此会越来越弱化地方竞争的晋升锦标赛，而 

是依靠更为技术化和程序化的标准来选拔晋升官员，遵循一系列确定的并且易于预期的规则， 

这也会使得地方官员在晋升方面对中央的依赖有所减弱。因此，本文并不否认锦标赛这一理 

论模型的理论价值，但要指出这一理论更适合用于解释高速转型过程中，中央集权更为强大的 

背景下的地方官员行动，而难以作为一个稳定的模型继续描述中国当下的状况。既然经济方 

面的地方竞争已经弱化，那么法治建设的地方竞争的可能性就更小，虽然某些地方政府仍然有 

可能从地区利益出发采取某些法治建设方面的局部尝试，但是很难以晋升锦标赛去解释其行 

动逻辑，也难以预期各个地方政府都会参与到法治建设的地方竞争中来。在此基础上所要进 

一步指出的是，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形式理性化法治会更加强化源于法治的权威而削弱意识 

形态的权威，从而更抑制那些另类的竞争者的创新，使他们个人魅力的翅膀无法飞出“理性的 

铁笼”。通过突出规则的作用，更强化科层制官僚体系的自我运作。而也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视 

角出发，本文的问题意识关切并非晋升锦标赛理论本身，而是形式理性化的法治所发挥的影 

响，这决定了本文仍然是一篇法学论文，而不是一篇经济学抑或政治学论文。

(责 任 编 辑 ：章 永 乐 ）

〔52〕 可以参见韦伯对于科层制的“非人格化”和“可计算性”的分析。Ma x  Weber: Supra note 39, 

p. 975.

〔53〕 参见（德）尼克拉斯 •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页 267 — 278、308 —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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